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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阳社树姚家体现的陕商社会价值

张� 榕*� 王薇薇� 殷亲亲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 710043

摘� 要：以泾阳社树姚家为代表的陕商团体，凭借着陕西当地特有的商帮堂号特殊经营方式，组织最佳的人力物

力资源，扩大自身商业团体的规模，在自身经济利益得到保障的同时，也成为文化和社会习俗的传播媒介，对商业贸

易区如四川康定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泾阳社树姚家为例，通过文献资料和后人采访口述，来

进行重新估量探究陕商这一群体的重要性。以此来关注与重视，在社会史性质下的非官方团体对某一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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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兴起一批批以地域和宗族为凝聚力的商人群体，陕西商人正是其中的一支。

陕西商人凭借着家乡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身强有力的宗族血缘聚合力，在西部边疆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由此

跻身于“十大商帮”之列。在陕商群体中，泾阳县社树村的姚家便是凭借家族经营起家的典型代表，姚家利用泾阳地

区特有的茯茶制作手艺，在四川泸定、雅安等地建立茶叶生产基地，在川藏地区进行茶叶贸易往来，并以此交换川藏

地区特产，运输到中原地区获取利益。姚氏家族凭借这般灵活的经营方式，在西部地区形成颇具规模的商业网络，在

自身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贸易沿线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二、关中明珠——陕商家族兴起之因

泾阳，古以三辅名区，京畿要地而闻名。其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素有

“关中白菜心”之美誉。作为郑国渠的发端，我国灌溉农业发祥地之一的泾阳，历代于此决渠为雨，泾水润泽，农业

发达，商贸活跃，文化昌盛���。其于明清之际也因种种原因一度成为陕西的经济中心。

明朝时期，原本在宋金元时代饱受战争摧残的陕西社会在分久必合中重获统一，然明朝建立后却并未有适度的松

弛，致使陕西在此时期一度陷入发展近乎停滞的步履蹒跚阶段。明初，陕西在朝廷管制下按陕北、陕南和关中三大区

块严格划分：陕南地区因禁止“流民”进入而开发程度较低，陕北因北军屯密集、军户比重过大而难以实现实质性发

展，关中地区也因民稠地狭、管控过严而自顾不暇，难以恢复。

明中期已降，随着中央政府治理效能的不断下降，王朝内部贪污腐化之风日盛，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一方面，

东南地区的民间社会活力逐渐发展；而另一方面，陕西地区往日的“封禁”之状也因多次“流民”起义而被打破，

加之旧有军屯、邮驿体制因腐败而残破，繁重的人口压力与赋税，此时的关中地区一度出现了农业萧条和陕商“墙外

香”的现象���。

在此环境下，受益于明初“开中法”影响，且发挥自身道路方便、运费更省的地域优势，最初发展粮食、布匹、

食盐等物资贸易的陕西商帮于明初真正发展成型。且随着明中后期陕西本地市场的逐步恶化，资本财富的逐渐累积，

陕商的经营范围也在明末进一步扩大：主营物资又增加了茶叶等项，贸易地域也扩大到新疆、川藏、东南亚等地区，

在商业上形成了明显的区位优势。正如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西北贾多秦人”���。

泾阳县作为隶属于西安府的重要茶商聚集地，随着明朝中年后期陕西商业的发展，也因茶叶贸易而逐渐繁荣。明

清时期，号称“泾阳帮”的泾阳商人在川藏地区以经营“西南边茶”为主，其在康藏茶马古道上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

章。诸多来自泾阳的茶商不顾当时“汉不入藏，藏不入汉”的禁令，将茶马贸易地点向藏区深处推进，直至打箭炉附

近。同时，许多赴川业茶的泾阳炉客采取“拴两头”的经营方式设座庄分号于雅安、天全、邛崃、灌县等产茶区，当

年辗转在四川雅安、康定等地做茶叶生意的泾阳、户县商人所设商号几乎垄断该地区的茶叶贸易，且明代政府规定的

川藏茶引总额���万引中，他们就占了�万引。

而在泾阳诸多陕商中，明初自河南迁至泾阳西乡社树的姚氏家族也凭着在川地嘉定一带自作掮商，在当地购布、

盐，将这些商品送运往甘肃、青海出卖，以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凭此来积累财富。明朝中后期，姚家后裔作引商，

*通讯作者：张榕，����年�月，女，汉族，安徽安庆人，现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历史经

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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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开始在茶叶贸易中颇得厚利。这一时期，许多如姚氏家族的陕商便贸易获利的同时，在家乡泾阳广置田宅，带

动族人共同经商，以泾阳为中心的陕西经济也因此得以发展���。

清朝初期，陕西在统治者的一系列维稳举措下得到缓慢发展。通过整饬吏治，轻徭薄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以八旗驻防与绿营营汛的形式逐步稳定了陕西社会。同时改革明代地方建制，设总督于川陕、陕甘地区，实行�府�直

隶州的设置，维护地方稳定。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清初恢复自耕农，扩大耕地面积，人口迅速增长，资本主

义商业也开始萌芽发展。城镇商业兴旺，西安、咸阳、三原和泾阳等地都是当时商贾云集之地���。而此时期的陕西赴

蜀茶商在川、甘、青、藏的广大藏区行销边茶，“行茶之地五千余里”，便利的生产运输链条使四川边茶贸易更为便

利，市场也比西北边茶更大，“嘉靖时每年为���万斤；隆庆时为���万斤，迄至清中叶更激增为����万斤”。陕西商

人们共同开创的“五属边茶”在明清四川经济史上留下了最壮观的一页���。

康乾时期，活跃在南北商贸旅途的陕西商人也在陕西日益稳定的环境中以农业为基础纷纷起家，逐渐形成了以泾

阳茯茶、兰州水烟、孟布、颖布、西口皮货、西口药材等为主销产品的商业贸易。此时期也正是泾阳茯砖茶发展的

鼎盛时代，从茶商号中衍生出的许多专业商户也促进了其他商贸流通业的兴盛。这一时期泾阳境域经济繁荣，商业发

达，商贾云集，一些大商富户争相开设商号、货栈、皮行、钱庄，街市两侧商号、门店林立，手工作坊遍地。《泾阳

县志》载“清雍正年间，泾邑系商贾辐辏之区”，泾阳也成为沟通南北货物集散加工转运之枢纽。据史料载，当时泾

阳茯砖茶除销往西域各地外，已随“丝绸之路”远销俄国、西番、波斯等四十余国家。而泾阳西乡社树姚氏家族也作

为泾阳地区茶商的代表，此时也迎来空前发展。

三、满天星斗——社树姚家的宗族性经营模式

姚家制茶业虽经历了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变动，有过一段跌宕起伏的时光，然而时至今日，以“社树姚”作为品

牌起源的“恒昌堂”牌茯茶，现已成为陕西泾阳茯砖茶的代表，如今陕西著名的茯茶品牌“泾阳恒昌堂”茯茶便是姚

家后人继承并沿用。现任“泾阳恒昌堂”茯茶公司董事长穆民先生便是姚家的女婿，他在与笔者的采访中谈到，他们

自品牌到茯砖茶的制作方式，都是在先辈们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与发展，他还特别提示到，现今“恒昌堂”的品牌

名称，来源自社树姚家的分堂之一。

“恒昌堂”这一堂号是由清代陕西泾阳社树姚堡姚家先祖所创传，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道光时期，林则徐在

去新疆的路途中，曾路经泾阳品姚家茯砖茶，对其赞不绝口，并主动要求为姚家题写堂号“恒昌堂”的牌匾，并拟对

联“心作良茶百世耕之有余，德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表达他对这个商业世家心中的美好期望���。恒昌堂原是姚文清

先生作为姚家当家人期间所分属的支派堂号，与之相对的还有“惠谦”“燕翼”“居敬”“竹森”“仁在”等堂。据

穆民先生向笔者介绍的情况，以“分堂”模式进行商业经营是姚家所创立的独特经营方式。姚家利用家族成员间血缘

关系的便利纽带，连接各支堂之间的联系。姚家的总堂设在泾阳社树村，以家为号，建设九进的“姚家老宅”，连带

药铺、商号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带动社树村当地的建设，其中姚家祠堂至今仍有保留，笔者一行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仍

可窥见当年风貌。

姚家总堂以家族宗长领衔掌握，各地分堂及相关产业的收支每年都要交由总堂审核考察，而姚家分堂遍布全国各

地，均由姚氏宗族中人担任堂主东家，来确保责任落实。这种经营模式后来在陕商群体中逐渐发展开来，因为陕西商

人尤其是泾阳一带的经商群体大都以茶叶贸易作为产业支柱，茶叶这种商品极具时令性，茶商们为保障收到的原材料

质量，每次收茶的时间一般跟随季节变化而动。姚家正是为了在当时那个信息交流还较为迟缓的时代减少中间不必要

的时间环节，在原材料产地建立分号，形成陕西商人著名的“驻中间，栓两头”的商业经营模式。“拴两头”是指一

头在原料生产地，一头在销售地，如姚文清先生掌管的“天增公号”便是将商号设置在四川雅安，方便原材料的选择

和运输；而“驻中间”则指的是姚家在泾阳这个家族总部建立总号，总领各地的事宜，各地的事程安排则是交由姚氏

宗族的各位东家来进行安排。

分堂各东家在账目报备和信息传递上要与总堂保持着一定的联络，接受总堂的相应安排。然而落实到具体事务

时，各分堂的族人东家均享有自堂内的人事任免权，可以自行任命下属本堂的经营管理人，这类人员被称呼为总经

理。每位总经理任满后，都必须重新任命，如果获得商号成员通过就使得连任，每逢更换掌柜便成为一件艰巨的事

情，因为时局多变的缘故，生意难做，或恰逢此任经理年老，当他手下的账满之后，便会选择辞职不再就任，遇到这

种情况，就要东家去向他们耐心说服。如实在不愿就则需广征意见，来寻求可以委托的下任，等到总经理人选确认以

后，由新任总经理来自选二柜，（即副经理）和沙市、建昌的两号经理，和商号的其他人员，在人事的挑选一事上东

家不得干涉。因总经理向东家负责，商号内其他人员向总经理负责，总经理若在任内有不称职现象，任满后可以更

换，不再使其连任���。每一分号中的人员都存在流动现象，这为姚家商业发展定期增添新的活力，在川藏等边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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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当地人担任总经理一职，也可更好利用本土资源。

堂内除管理层人员外，招收的伙计即一般职员全系号上掌柜、二柜以及其他老客的侄男子弟或亲戚，由他们举荐

入号，其中也会有县绅们的亲友，这些人选都需要有本号人员推荐，才能获得入号资格。新招收的伙员又称新客一般

都是本号伙员的子弟或者亲友，这种招收亲近同乡的雇员方式以亲戚、乡党相互介绍联系，体现出的是姚氏家族传统

的“一家发财，惠及乡党”的传统宗法思想，这种经营方式也体现在整个陕商群体当中���。有着乡党情谊和血缘联系

的学徒们，身处异乡时，会对所在商号产生特殊归属依赖感，在心理上对其更加依靠，对商号和东家的忠诚度也会随

之提升。学徒如果在经过考核培训后评价为优等，不仅可获得物质上的奖励，而且还可在内部获得相应升迁，这也间

接刺激着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除了在人事安排上采取传统宗族联系与较为先进的人员外招模式外，在经营模式上，姚家也有着特别的安排。由

于各分号所在地并不统一集中，为了弥补各支部分离带来的资金和经营分散的不足，姚氏特别在商号的运作过程中

采用了“联号制”的经营模式，各分号在当地负责采办货物和运输，资金则是交由位于泾阳的总号进行统一协调和控

制，总号由家族的大家主负责总揽全局。在这种联号制的经营模式下，各分号既可以根据具体的市场供求情况

有着自主决定权，在资金流动上自负盈亏，而总号也可以在宏观大局上进行协调控制，防范避免因个别分号经营

不善发生的商业连锁反应。姚家正是凭借着这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的经营模式，才能从当初的一个地方性商业

家族逐渐发展壮大，将商业据点推广向全国各地。他们的商业经营不仅为自己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造福泾阳一方，

也为分号所在地的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

四、遍地开花——陕商家族对贸易区的积极影响

陕西商帮凭借其特殊的经营模式，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结果，成为明清时期一支别样的商业群体。而陕西泾

阳，这个位于陕西甘肃交通枢纽上的城市，也凭借其便利的交通位置和传统经济优势，成为陕西商帮团体的大本营，

各大家族都将本堂和中心建立在此，泾阳也成为陕西商人群体之间的共同认知，而陕商们也通过在全国各地的经商往

来将陕西人的精神传播到祖国各地。

“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如王桥一撮毛”，这是一首��世纪于关中大地一首广为流传的民歌，其中的刘、孟、王、

姚、于几家都是明清时期泾阳石桥地区的著名富户，且各家主要活动都经营商业贸易。陕西籍贯的商人在一家一族

因商发家后，仍会秉持着合族同亲、资表比服的传统乡土宗族观念，带动四邻与乡党一个区域，相互影响形成当地

的商业传统，在泾阳“县西北殷实小户，诸户又多以商起家，其乡之渊亲子弟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

六七……推而计之数而不知其凡几����。”由地缘和血缘关系组成的群体，构成了陕商这一特殊的组织机构，陕商的组

织结构内有着地域和血缘的多重关系在其中，这种联系牵绊也促进着这个群体的发展。如姚孟二家都有经营的茶业和

盐业生意在四川等地分布，姚家不仅在泾阳、三原、西安设有货栈、字号等，建立起来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且这

些业务也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发展到巴蜀、康藏、云贵地区。姚家的商铺在巴蜀形成了以雅安为中心，又设分号于缅

甸、越南、印尼等地，主要是经营布庄、当铺、茶叶三种生意。与姚家齐名的还有石桥川流村的刘家和石桥西南赵村

的孟家，号称“东刘西孟”，他们都是在四川做生意发的财。泾阳等地以家族为纽带产生的商业团体，为四川等地的

商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山陕商人参与康区的商业贸易程度十分高�据史料记载�在四川泸河以北有着一条“老陕

街”，其中陕西籍贯商人经营的店铺就有百余家”，他们所经营的商品种类多样，以茶叶贸易为主，其商业资本最为

雄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资本势力等方面均占有优势，在市场的竞争中随着优胜劣汰的规则，大规模店铺合并小

规模店铺的情况经常出现�有史料记载的名气相对较大的字号便有姜公兴、兰蓉泰、王长盛、义兴、恒泰、聚诚、天增

公、恒春、黄福元、高泰原、高德泰、杨天德、高泰昌、王兴华、彭裕泰、王恒升、李胜和、王骥成等。这些商号都

是他们在康定设的一个个根据地，以作为销售的中间环节，这些商号通常还会在在产地和藏区深处或有好几家销售，

与之进行协作运营。例如社树村的姚家����，在顺治年间，姚昂干主持总号之后，又在泸定、重庆、泸州、绵州等地开

拓市场，继而在川鄂各繁华码头及重要县城、市镇设立商栈，统一他名下的商号名曰“永聚公”，而到康熙中后期，

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展“永聚公”再分出“永聚源”“永聚全”两大商号。三个商号拥有的伙计达到上千人，他们几乎

每天都有人往返在川陕之间。如姚家这种大规模的家族，便将“仁在堂”所属一号的“天增公”总号设在四川雅安，

并借此将陕西的“团茶”技术引入川藏地区，借引雅安地区作为中间调班，创设了姚家自己的汉藏商标。“天增公”

的茶叫“水兽牌”，藏语叫“曲升罗布”，在藏区的茶叶市场中占比很大，“天增公”一家便在藏区认茶引九千一百

引，合计可达���万斤，几乎占到康藏川茶����万斤的四分之一����。姚家商人以茶叶为交易媒介，在深入藏区运输茶

叶的同时，也在与当地人民做丝绸、布匹和绸缎等商品的生意，再交换将当地的麝香、虫草、贝母、动物毛皮等物件

进行收购，运回川陕地区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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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商帮这般利用不同地区特色产品进行循环销售的商业模式，大大提高了资金的运转速度，使得资金链得以有

效使用，这也让进川藏地区经商的陕西商人得以获利颇丰。这个周转过程不仅让他们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同时也在与

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无形地收获了当地人民的友谊，他们的商业活动最显著的影响便是带动当地茶叶种植的发展，商

帮运输所需要的大规模的人力和物力也使得商队中增添了很多藏区人民的影子；而茶叶贸易使得优质茶产品得以输入

川藏腹地福地，为当地人民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用陕西当地特殊发酵手法制作的茯茶较炒制的茶叶更具医疗养生价

值，更获青睐；而陕商一同运输过去的棉布、丝绸等商品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保障，他们带过去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如

吃手擀面食也影响着当地人民，陕商以其商业交流为媒介，影响着川藏一带的社会。通过商贸交流的深入，使得“陕

商”的角色在地方社会得到进一步拓展�首先表现于有贸易引入的汉族社会体系与文化观念在地方的深入。同时，陕西

商人群体通过建立与发展商业贸易关系，将自身地域文化不断融入地方文化之中，以寻求获得地方社会人民的接纳与

认同。其中，陕西商人的民族文化理念进入康区较为突出，这也为两地人民在交往过程中传递友谊，间接为维系地方

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商人们的个人、群体的角色功能，也由商贸交易拓展成为看传播文化的中介人，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康区社会的建设与维稳。

陕商团体凭借着商帮堂号的特殊经营方式，组织最佳的人力物力资源，行走跋涉在从陕西到藏区的遥远路途当

中，在此期间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报酬，建立起规模性的商业团体，扩大自身商业团体的规模，也同时成为文化和社

会习俗的传播媒介，对商业贸易区如四川康定地区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一团体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进

行重新估量探究，社会史性质下的某种非官方团体对某一地区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

五、结语

陕商群体活跃的时期因距今不远，会留有较多史料可供后人查阅借鉴。社树姚家作为现存信息资料保留较好的一

个陕商家族，在其经营模式、经营理念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方面都存留有文献和实物的资料，为后人提供较为直观的理

解和感受，从社树姚氏家族的商业经营案例中可以看出，陕商群体不仅为陕西一地带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行为

方式、饮食习俗等也随着商业活动进行传播，这种非意志性的行为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他们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的

经营模式也可为现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当中的民营企业带来一定的启发和思考。

在历史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官方史料长期成为研究者们目光焦点所在，上层的政治活动变化带来的影响常轰轰

烈烈，令人震撼，但是这种演变的余波最终能有多少传递到普通人民的生活当中，值得反思思考。而现在在史料较为

充足的情况下，能让我们可以眼光向下去探寻普通的人民群体在社会演变中的作用，这类研究的推进，更让人感受到

现实社会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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